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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云中山、吕梁山 ,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 ,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。此线以东、以南 ,基本上
是农区 ;此线以西、以北 ,基本上是牧区”②。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开始大量内迁 ,使自己完全处于一
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 ,受到汉族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 ,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业生产对牧业的冲击。
自汉代开始的胡族内迁至西晋时已蔚为大观。西晋初期 ,西北和北方的匈奴、鲜卑、氐、羯、羌、乌丸
等民族已大量进入黄河流域。西晋末年时 ,太行山区已遍布杂胡 ,“群胡数万 ,周匝四山”③。北魏初年
“西北诸郡 ,尽为戎居。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往往有之”④。北魏末期和东、西魏时 ,“自葱岭已西 ,至于
大秦 ,百国千城 ,莫不欢附 ,商胡贩客 ,日奔塞下 ,所谓尽天地之区已。乐中国土风 ,因而宅者 ,不可胜
数”⑤。北魏的政治中心洛阳甚至专设下四夷馆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。此可见胡族向中原地区的迁移
是持续不断的 ,分布的地区亦越来越广 ,从甘肃、陕西、山西逐渐扩展至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四川等地 ,遍布
整个中国北方和西北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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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徙 ,居于朔方诸郡 ,与汉人杂处 ,汉朝政府“岁给丝绢钱谷 ⋯⋯其部落随所居郡县 ,使宰牧之 ,与编户大
同 ,而不输贡赋”①。可见 ,从这个时候起 ,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已开始过着定居生活 ,与汉族编户农民
相同 ,那么这个时期肯定已经有了农业生产 ,并且享受到不输贡赋的特殊待遇。汉末魏初 ,和汉族杂居
的匈奴人越来越多 ,主要分布在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诸郡 ,由于长期和汉人杂居 ,其族人的
汉化程度越来越高 ,如刘渊、刘聪等人皆饱读儒家诗书 ,后建立政权 ,国号为汉 ,其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政策




族统治者的汉族文化素养很深 ,加上王猛等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参政 ,其政权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 ,劝
课农桑的政令屡见于史书 ,如苻坚“亲耕藉国 ,其妻苟氏亲蚕于近效”②,并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特点下




重越来越大。在羯族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之前 ,所需军粮除一部分自给以外 ,其它皆掠夺而来 ,如《晋书
·孝愍帝纪》说公元 317 年夏北方大旱 ,随之蝗虫泛滥 ,“时石勒亦竟取百姓禾 ,时人谓之胡蝗”,在他攻打
襄国时“分遣诸将收掠野谷”。这或多或少有战争不断 ,居无定处的因素在。即待石勒建立赵 ,政局稍稳
以后就开始进行农业化 ,他令右常侍霍浩为“劝课大夫”,与他人一起“循行州郡 ,核定户籍 ,劝课农桑”,
平常赏赐也多以谷帛为主 ,如在巡幸冀州诸郡时 ,引见“高年、孝悌、力田、文学之士 ,班赐谷帛有差”④。
石勒的后继者也继承了他发展农业的政策 ,如石虎就对“田畴不辟 ,桑业不修”的地方官员严加贬抑。在
上下的一齐努力下 ,羯族石氏统治区内农业生产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,国仓丰盈 ,石虎就曾经“以租入殷





是可想而知的 ,及至 4 世纪初建立代国之时 ,其统治区内有大量汉人的存在 ,故这个时期可能就是粮食
初步进入鲜卑生活的时期。



















后不断地“教行三农 ,生殖九谷”①,各给耕牛 ,计口授田 ,但事实上从事这些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农奴、亦
兵亦农的部落成员和新民②,鲜卑本族人从事农业生产的还不普遍。在前中期他们真正重视的还是畜
牧和狩猎经济 ,国家建有四个大型的牧场和大大小小、种类繁多的苑囿 ,这些牧场和苑囿不仅仅水草鲜
美、适宜放牧的漠南、河西有 ,而且连黄河以北的许多老农业区亦变成牧场 ,孝文帝命令宇文福 :“规石济
以西 ,河内以东 ,距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”③,当时上谷 (河北怀来县境) 民上书“言苑囿过度 ,民无田业 ,
乞减大半 ,以赐贫人”④。除此以外 ,当时的个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 ,如尔朱荣在秀容 (今山西原平) 的
“牛羊驼马 ,色别为群 ,谷量而已”⑤,私家有马千匹者为数亦多 ,这也使相当数量的农田化为牧场。
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鲜卑人的心目中农业次于畜牧 ,粮食次于牛羊肉 ,这种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
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:第一 ,北魏初入中原 ,正是兵革并起的时代 ,不停的战争客观上需要大量的战马以拟
军警之备。第二 ,长期的战乱导致农业人口的锐减和农田的荒芜 ,史载 ,“自永嘉丧乱 ,百姓流亡 ,中原萧




(王)肃初入国 ,不食羊肉及酪浆 ,常饭鲫鱼羹 ,渴饮茗汁 , ⋯⋯经数年以后 ,肃与高祖殿会 ,
食羊肉酪粥甚多。高祖怪之。
而茶被称为“酪奴”,朝贵相聚 ,“虽设茗饮 ,皆耻不复食 ,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”⑧。这一“怪”字和
“耻”字便反映出当时胡汉两族在饮食方式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 ,故而 ,对于能够提供他们所需之食物
的畜牧业便十分重视了。
但是 ,农耕与畜牧在食物能量生产力及人口供养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差距 ,初步估算 ,一平方公里
的土地在唐代可供养 62. 5 人 ,同样面积的草场却只能供养 6 人⑨,如此悬殊的能量差距促使北魏在面对
人口逐步增多、胡汉融合程度渐深、军粮供应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农业 ,如吕思勉曾说 :“野蛮之人多好
肉食 ,然后卒改食植物者 ,实由人民众多 ,禽兽不足之故”λυ ,而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 :“农耕是最后一
着生计策略 ,而只有当狩猎采集民族没有任何现实的选择之时 ,他们才会从事农耕”λϖ 。故而牧场开始
废弃 ,苑囿大量被罢 ,正始元年 ,“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”,延昌二年又“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
者”λω,这是政府从根本上的改变。《魏书·和跋传》记载平原太守和跋死时嘱其弟说 :“　北地瘠 ,可居水
南 ,就耕良田 ,广为产业。”λξ 这表明一般鲜卑贵族也和汉人一样 ,开始广畜田宅 ,以田地作为资生之业 ,
粮食自然也就成为一般家庭的资生之物了。
另外 ,我们从北魏贾思勰所作的《齐民要术》也可看出农耕在整个北魏经济中所占有的份量。从该
书的内容结构看 ,农业放在种植、畜牧之前 ,这表明农业的地位最为重要 ;其次 ,从卷 6 的标题次序看 ,牛
在马、驴、骡、养、猪、鸡、鹅、鸭、鱼之前 ,也体现了农耕是重点 ;最后 ,如果把畜牧和种植合起来看 ,种植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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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,如《北史》卷 97 记载 :
(高昌)国有八城 ,皆有华人 ⋯⋯谷麦一岁再熟 ,宜蚕 ,多五果 ⋯⋯引水溉田。
(焉耆)谷有稻、粟、菽、麦 ,畜有驼马。
(疏勒)土多稻、粟、麻、麦。
同书卷 96 记载吐谷浑“亦知种田 ,有大麦、粟、豆”,龟兹国“人以田种畜牧为业”①。另《三国志》卷 30 言
乌桓族“耕种常用布谷为候”,《魏书》卷 100 亦载勿吉族“有粟及麦”,室韦族“颇有粟、麦及　”。从上述
记载我们可以断言在高昌、焉耆、疏勒、乌桓等少数民族区域内农业已经占有一定的比例 ,至于究竟有多






物 ,是酿酒的主要原料 ,到两汉时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已无足轻重 ,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
造成了经济的凋弊和土地的荒芜 ,这使得黍的先锋价值再次凸显 ,当农民拿起锄头走向杂草丛生的土地
时 ,种黍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,如《齐民要术》卷 1《耕田》记载 :“耕荒毕 ⋯⋯漫掷黍　 ,劳亦再遍。明年 ,
乃中为谷田”,卷 2《黍　》记载 :“凡黍、　田 ,新开荒为上”。如此广泛的种植使得黍在五谷中的地位回
升 ,品种也较以前大为增加 ,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有包括《广志》在内同时代近 20 个黍的品种。黍在此时
大致有三个用途 :一是做饭和粢饵、煮肉羹的配料 ,如《齐民要术》中所言黍　 ;二是用于食品酿造 (助发
酵) ,如饴糖 ;三是用于酿酒 ,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 14 种以黍米为原料的酿酒法 ,如作春酒法、河东颐白
酒法、黍米酎法等等。
黍在新开荒时占据主要地位 ,但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 ,粟就取代了黍而成为最主要的粮食作
物。《齐民要术》卷 1《种谷》言 :“谷 ,稷也 ,名粟。谷者 ,五谷之总名也 ,非指谓粟也。然今人专以稷为
谷 ,望俗名之耳。”以稷代指五谷本身也就说明了粟在当时农作物中的主导地位②。粟的品种繁多 ,《广
志》原载有 11 个品种 ,《齐民要术》中的记载又新增加了 86 个 ,并列有 11 种以粟为原料的酿酒法 ,这反
映出粟的生产在当时十分发达。当时少数民族占据的黄河流域粟的种植十分普遍 ,《魏书》卷 50《慕容
白曜传》记载北魏献文帝派他攻克肥城 ,获粟 30 万斛 ;攻破垣城 ,得粟 10 余万斛 ;攻占青州东阳 ,获仓粟
85 万斛。《晋书·刘聪载记》也曾记载慕容白曜攻郭默与怀城 ,“收其米粟 80 万斛 ,列三屯以守之”。统
治阶级的赏赐和赈济也以粟为主 ,史书的记载不胜枚举。
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后 ,粟类作物更是大面积种植 ,租庸调制规定 :一夫一妇交租粟二石 ,以粟作
为纳税的标准 ,充分体现了粟在整个农作物中的地位。而这一点我们亦可从《齐民要术》的谋篇布局中
看出来 :粟排在其它作物之前 ,其次是黍 ,再次是粱秫 ,最后是大豆、小豆和其它作物 ,显然粟是当时最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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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 ,烤炙法是先民们最早的加工食物的方法 ,“羌胡见客 ,炙肉未熟 ,人人长跪前割之 ,血流指间 ,
进之于 (窦)固 ,固辄啖之 ,不秽贱之 ,是以爱之如父母也”①,可见胡族一直保持着这种传统 ,但汉族却由
于“秽贱之”的缘故较少采取此种方法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炙法有了一些变化 ,《齐民要术》卷 9 专列有《炙
法》,详细介绍了 21 种“炙法”,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明显的特点 :第一 ,从原料来看 ,以牛羊肉为主的
占 28. 6 % ,其它家畜、家禽、水产类要占 71. 4 % ,这表明炙法在此时期有了大大发展 ,原料已不仅局限于
初期的牛、羊、鹿或其它一些野味 ,猪、牛、羊等家畜 ,鸡、鸭、鹅等家禽 ,獐、鹿等野味 ,鱼、蚶等水产皆可用
炙法加工。第二 ,这时期的炙法十分重视选料与配料 ,有的配料多达十几种 ,如炙鱼。除此之外 ,对于刀
工、火候、手法也有诸多要求 ,并且对于餐具也有要求 ,如貊盘等。这些特点都与汉族社会的饮食特性有
关 ,是胡汉饮食交融的结果。
当然 ,伴随胡族的农业化 ,其饮食生活跟以前相比自然还有许多不同之处 ,上述只是其中较明显的








10 月 14 日上午 ,韩国庆北大学教授、韩国农业历史学会会长、韩国农村社会学学会副会长李镐澈
教授应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邀请 ,来我校作了一场关于“韩国农业发展 :其价值与展望”的学术报告 ,
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全体师生、人文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报告会。
在报告中 ,李镐澈教授着重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。首先 ,介绍了韩国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,指出韩国
的农业起源于距今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,初期的农作物以黍稷 (粟)等杂粮作物为主 ,其次有水稻、大
豆、小豆、高粱等 ;其次 ,他以德马顿的干燥指数为依据将世界农业分为 4 个区域 ,讨论了各区域的联系
与区别 ;再次 ,以英国和韩国为例 ,讨论了东西方农业的之间的异质性 ,指出农业的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,
但是 ,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 ,农业发展必须走不同的多样化的发展道路。
报告结束后 ,南京农业大学周光宏副校长向李镐澈教授颁发聘书 ,聘请李镐澈教授为南京农业大学
客座教授。
这次报告 ,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“万国鼎学术讲座”的系列活动之一。
(杨 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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